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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中国文明外来说
在晚清民国知识界的回响及启示

吴原元

摘　要　域外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诸说中，在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知识界所流布的主要是拉

克伯里的西来说、安特生的新西来说以及毕士博、滨田耕作的“渗入型”文明说。对于拉克伯里的西

来说，出于排满、提振国人文化自信的目的，中国学人多有附和。五四之后，随着疑古之风兴起，拉

氏西来说受到民国学人的质疑、否定与批判，并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逐渐消失。安特生基于考古实物

所提出的新西来说，虽不乏质疑者，但有相当的人持肯定或谨慎认同态度。至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

伴随着考古挖掘的新进展和民族危机的加剧，新西来说渐为民国学人所普遍抛弃。中国文化系“渗

入型”文明之说，虽受到民国知识界的一定关注，然由于文化民族主义渐成主导性思潮，其一开始即

为民国知识界所质疑或否定。民国知识界对域外中国文明外来说之质疑与否定乃至批判所以呈渐

趋普遍之势，既是学术本身发展所致，更主要的还在于文化认同危机使然。

关键词　域外　中国文明起源　民国学人　回应　文明互鉴

　　中国文 明 是 从 未 被 中 断 而 绵 延 传 承 至 今 的 文

明，其起源问题一直是域外学人的兴趣所在，正如著

名美籍德 裔 汉 学 家 劳 费 尔（Ｂｅｒｔｈｏｌｄ　Ｌａｕｆｅｒ）所 言，

“在对中国展开科学研究的诸多问题中，中国文明的

起源与发 展 是 最 为 重 要 也 最 为 迷 人 的 问 题”①。明

社将屋之际，随着欧洲耶稣会士来华，中国文明起源

即成为西人讨论的话题，“力言中国文化渊源西土，

以示西洋 人 之 有 功 于 中 国”的 各 种“新 说 蔚 起”②。

然而，西方思想传入以前，中国文明起源并不成为一

个学术上的论题，很早以前中国就有开天辟地、三皇

五帝这一套体系予以充分说明。鸦片战争以降，随

着中西文明交流碰撞的加剧，“中外文化之间是否存

在源流关系”这一时代课题遂揭橥而出，引发中国学

人的关注与讨论，成为清末民初以来引人注目的一

个学术现象。因此，就国内学人是如何看待与回应

域外学人所主张的中国文明外源说这一问题展开探

讨，不仅可厘清他们对此问题的态度及时代演化之

概况与轨迹，更可管窥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和文化思

潮的递嬗演进之面向，因为时人对中国文明外源说

的回应并不只是单纯的学术问题，它还关涉彼时的

文化思潮之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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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民初之前域外学人所提出 的 诸 种 中 国 文 明 起 源 说，参 见 法

国学者考狄（Ｈｅｎｒｉ　Ｃｏｒｄｉｅｒ）１９２０年 出 版 的《中 国 通 史》（Ｈｉｓ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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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ｒａｎｇｅｒｓ）第 一 章；１９２９年，何 炳 松 在《东 方 杂 志》第２６卷 第２
号上以《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为 题，详 述 考 狄 书 中 所 引 所 注

的中国文明起源诸说，并对其加以分析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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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域外之中国文明外源说在晚清民国知识界

的流布与回应，国内学术界虽有学人以吕思勉为个

案探究其对“汉族由来问题”的认识嬗变①，但主要

还是集中在拉克伯里（Ｔｅｒｒｉｅｎ　ｄｅ　Ｌａｃｏｕｐｅｒｉｅ）“中国

文明西来说”在清末中国的传布及其为中国学人所

认同接受之 原 因 的 探 讨②，以 及 围 绕 安 特 生（Ｊｏｈａｎ

Ｇ．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之“仰 韶 文 化 西 来 说”展 开 论 争 的 梳

理③，兼及 安 特 生 与 中 国 学 人 的 学 术 互 动④。有 鉴

于此，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系统的整体性梳理与

分析，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中国文明之“西来说”
在晚清民国知识界的回响

　　１９２１年仰韶文化发现以前，域外有关中国文明

外来之说名目繁多，有埃及说、巴比伦说、中亚说、印

度说、印度支那说、新疆说，等等。彼时域外关于中

国文化起源之说，主要是使用文字和语言材料，以文

字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化起源问题，通过文字语言等

方面的异 同 比 较 论 证 中 国 文 明 源 自 外 来。传 布 最

广、影 响 最 大 的 当 属 拉 克 伯 里 的“西 来 说”。１８９４

年，拉氏出版《中国古代文明西源论》，他在书中称巴

克即百姓，黄帝即巴克民族之酋长，神农即巴比伦之

莎公，仓颉即但克，巴克本该地首府之名；又谓学术、

技术、文字、文学，中国当上古时，无不与巴比伦迦克

底亚相同⑤。为 论 证 其 观 点，拉 氏 即 采 用 比 较 语 言

学方法，将中国的语言、文字、历法、神话、古史传说

和西方亚述学关于古巴比伦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

旨在说明“整个中国文明只不过是巴比伦文明的退

化模仿”⑥。

拉克伯里之说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经由日本

始传布 于 清 末 知 识 人 的 话 语 世 界⑦。对 于 拉 氏 之

说，彼 时 中 国 学 人 中 不 乏 嗤 之 以 鼻 者。夏 曾 佑 在

１９０４年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中即言，“欧人云云，亦以

偏概全”，并言“近人言吾族从巴比伦迁来，据下文最

近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余年后，法、德、美各国人，数次

在巴比伦故墟掘地所发见之证据观之，则古巴比伦

人与欧洲人之文化相去近，而与吾族之文化相去远，

恐非同种也”⑧。然而，多数学人“骇其说之新奇，先

后从风”⑨。蒋 智 由 著《中 国 人 种 考》，首 倡 拉 氏“西

来说”。刘师培、章炳麟等依据其丰富的中国古文献

知识，通过对不同语言的勘音释义，积极呼应拉氏之

说。金为翻译桑原骘藏的著作时，特以注解的方式

在译文中 加 进“西 来 说”内 容�10。缪 凤 林 如 是 言 道：

“乃者自前 世 纪 中 叶 以 降，西 人 或 考 察 东 亚 地 质 人

类，或探索中国文化。因溯及吾国民族之由来，于是

周秦以来学 人 所 未 论 列 者，一 时 甚 嚣 尘 上，异 说 纷

纭，莫可究诘。……而其最占势力者，莫如法人拉克

伯里自美索布达米亚西来之说。”�11柳诒徵亦谓：“法

人拉克伯里著《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引据亚洲西

方古史，证中西事物法制之多同，而彼间亦实有民族

东迁之事。于是中东学者，翕然赞同，初无异词。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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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采古书，以证明其说。如刘光汉之《华夏篇》、《思

故国篇》，黄节之《立国篇》，章太炎之《种姓篇》，蒋观

云之《中国人种考》，及日本人所著之《兴国史谭》等，

虽各有主张，要无不以人种西来之说为可信。”①

民初，拉克伯里的“西来说”在中国知识界仍不乏

信奉者。创刊于１９１０年的《地学杂志》，刊载了《中国

种族考》《中国民族溯源论》等 不 少 袭 取“西 来 说”之

文②。熊秉穗在《中国种族考》一文中即谓：“综观亚

洲各大民族及欧洲白种，无一不有迁徙，且能徙善地

则盛 强。然 则 黄 帝 来 自 西 方 之 说，不 为 无 理。”③

１９１５年，丁谦《中国人种从来考》以《穆天子传》为主要

资料考证中华民族西来之有关史迹，称：“五大洲立国

最早者，莫如埃及与迦勒底。埃及弗论，而迦勒底朝

八十六代，均在西元前二千三四百年以上，是先于吾

国五帝数千年矣。故五帝之世所称为神圣创造之物，

无一非彼间所已有，用是知中国人种，由彼而来，非同

臆说。”④１９１８年，章鸿钊在 所 著《三 灵 解》中 称：“朔

轩辕氏东征之迹，其必由衡山钟山复逾昆仑，而后入

于中夏，繁衍其子孙民族，以肇造此泱泱古大邦。”⑤

吕思勉在其最早的史著《白话本国史》（１９２３年）中，

亦完全接受拉氏的“西来说”。他在是书的开篇即指

出，回答“汉族由来”问题“最为有力”的是“西来说”。

为进一步证明拉氏“西来说”，吕思勉还举出中国古

书提及“昆仑”的文字甚多及“汉族”二字系“古代汉

族自称”这两条自认为更为“严谨”的证据⑥。对此，

缪凤林评论道：“一般讲述历史、编纂地理者，大率奉

为圭臬。”⑦陈嘉异亦谓：“吾国人之编历史地理教科

书籍者，则几 无 不 奉 西 来 说 为 根 据。”⑧张 星 烺 也 持

有类似之论：“十余年前，全国学子，翕然景从”⑨。

拉克伯里的“西来说”之所以在清末民初“最为

学者所信”�10，盖因排满革命之需要，藉“西来说”以

确立汉族对自身历史的认同�11。诚如方豪所言：“此

说最受清末民初中国学人之欢迎，以当时反满之情

绪甚高，汉族 西 来 之 说，可 为 汉 族 不 同 于 满 族 之 佐

证。”�12当然，更为 主 要 的 原 因 还 在 于 维 护 民 族 文 化

的自尊，以求立身于世界之林。当时民族危机日深，

民气低沉，国人的文化自信力大为下降，唯西是尚甚

至成为风气。在此种情形之下，如果能证明中西文

化同出一源，“皆为有德慧术知之氓”�13，则无疑有助

于提振国人的文化自信。正是这种“藉历史以论证

现实”的文化民族主义心态，使得彼时的知识分子对

于中国文明外来说极表赞成，并曲尽附会，希冀强化

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力，这即是蒋智由所谓“讲明吾种

之渊源，以团结吾同胞之气谊，使不敢自惭其祖宗，

而陷其种族于劣败之列焉”�14。

颇为值得注意的是，曾撰文积极呼应拉克伯里

“西来说”的章炳麟于１９０７年开始在《民报》上刊文

对“西来说”提出质疑和批判。他称：“世言昆仑为华

国者，特以他事比拟得之。中国前皇曾都昆仑以否，

于史无明征，不 足 引 以 为 质。”�15民 国 时 期 他 再 次 修

订《訄书》时，将其赞成“西来说”之内容“方夏之族，自

科派利考见石刻，订其出于加尔特亚。东逾葱岭，与

九黎、三苗战，始 自 大 皞，至 禹 然 后 得 其 志。征 之 六

艺、传记盖近密合矣”，改为“征之六艺，非也”�16。主

张排满革命、倡导黄帝纪年的宋教仁，亦有类似之转

变。他在撰于１９０５年的《汉族侵略史·叙例》一文

中曾称：“太 古 之 汉 族，自 西 南 亚 细 亚 迁 徙 东 来。”�17

一年后，他在１９０６年１２月２９日的日记中则如是写

道：“观《中国人种考》，系诸暨蒋观云所作，搜罗众说

颇众，但不免失之支蔓而已。至其主张汉族西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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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黄帝系迦勒底帝廓特奈亨台与否之问题，汉族系

丢那尼安族与否之问题，神农系塞米底族之吾尔王

朝之沙公与否之问题，则犹无确切之解释也。”①

质疑与批判拉氏之说，到五四之后则成为民国

知识界的主 潮。１９２２年，梁 启 超 对 中 国 文 明“西 来

说”质疑道：“吾以为在现有的资料下，此问题只能作

为悬案。中国古籍所记述，既毫不能得外来之痕迹，

若拾文化一二相同之点，攀引渊源，则人类本能不甚

相远，部分的暗合，何足为奇。”②在朱希祖看来，“挽

近言汉族西来者，大都取证于汉魏以来伪造之纬书

神话。一二欧洲人士，亦都接近此辈，不学无术，妄

相附会，驯至积学之士，亦震其新奇，从而附和之”，

他从文字学角度对“西来说”及章太炎之附会大加驳

斥，力证 中 国 人 种 实 发 生 于 本 部，“西 来 说 之 无 确

证”③。对于朱 希 祖 的 驳 斥，陈 钟 凡 大 加 赞 赏，称 经

其所证，“拉氏之言，实未足信。卓哉此说，足以释诸

家之惑矣”。在深表赞誉之同时，他亦从文字学角度

为朱希祖之驳斥提供补充证据，并慨言“学术贵自发

抒，不取依傍门户，以彼殊方旅人，津津言吾国古代

史迹，其 谬 误 在 所 不 免，吾 人 岂 宜 随 声 附 和”④。

１９２３年，顾颉刚 在 与 王 钟 麒 合 编 的《现 代 初 中 教 科

书·本国史》中对有关华族之来源的诸说如是评论

道，无论是“东来说”还是“西来说”，“都不免牵强附

会。东来说取材于不可凭信的谶纬传说，更不可靠。

西来说较为 近 情，然 也 不 能 必 验”⑤。１９２５年，缪凤

林在《中国民族西来辨》一文中对信奉“西来说”者进

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诸家所称东迁（夏族东迁）证

据，其不根大率类是，缘彼等本无真知灼见，能于载籍

中发见西来之迹，从事立说，乃先认西来说为天经地

义，因捕风捉影，任情附会，书之是否足据，言之是否

衷理，皆所不顾，惟求其能完满其论。卒之毫无佐证

之谈，言之凿凿，宛若实事，一般人见其然也，益奉其

说为不磨，所谓吠影吠声者非耶。”⑥１９２９年，何炳松

则将域外关于中国文明起源诸说斥之为“新神话”，

称：“彼西洋学者欲藉一部分之文字再辅以文学上之

神思以谋解决此种困难之历史问题，则其结果之劳

而无功博而寡要，盖亦计中事”，其所提出的各种中

国文明外来说“皆属想入非非之原理，吾人应视为无

根之说而摈弃之”⑦。

彼时 的 学 人 还 对 那 些 曾 著 述 认 同 拉 克 伯 里

“西来说”者提 出 了 颇 为 严 厉 的 批 评。缪 凤 林 即 如

是批评 道：“中 土 学 者 于 此 新 说 之 来，复 不 能 审 思

明辨，或阙疑慎言，惟 知 巧 为 附 会，助 之 张 目，甚 且

并巴比伦 史 亦 不 知 研 究，徒 拾 彼 等 所 说 之 一 二 以

相矜夸，奉西戎为 宗 国，诬 先 民 而 不 恤，今 观 此，其

亦足以扪其舌 欤。”⑧在柳诒徵看来，拉克伯里之说

“羌无确证，不 足 成 为 信 谳 也”⑨，然 令 其 不 解 的 是，

国内学人对此“穿凿附会之说”却“翕然赞同，初无异

词。且搜采古书，以证明其说”。他以丁谦的《中国

人种从来考》为例，谓丁谦在书中称“西史谓徙中国

者为巴克民族，巴克乃盘古转音。中国人谓盘古氏

开辟天地，未免失实，而盘古氏之为中国始迁祖，则

固确有可考矣”。据此，他不无嘲讽道：“此等荒诞之

说，丁氏亦知失实，然犹信盘古为中国始迁祖，则傅

会之过也。”�10何 炳 松 对 于 国 内 学 人 附 会 拉 克 伯 里

“西来说”的批评，则更为尖锐。他认为，“西人之热

心吾国古史者颇欲凭博言学或考古学上之方法以谋

解决吾华民族起源之问题。一时众说纷纭，是非各

执。终以材料不足，探讨未深之故，所得结果非属武

断妄言，即同梦中呓语”。对此，国内学人“每每不分

皂白，活剥生吞”，以至“堕入此辈学术界‘帝国主义

者’之玄中而不自觉”�11。

五四之后的学人之所以对凭藉文字学方法考证

中国文明起源之说由“翕然赞同，初无异词”转为全然

否定，疑古之风的兴起是其原因所在。在科学思潮的

洗礼下，怀疑和批判精神渐成中国古史研究的主流。

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对三皇五帝及记述此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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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传说之古书的真伪开始产生怀疑。由此，以盲信古

书为据的中国文明“西来说”为当时学人所唾弃。缪

凤林即谓：“考昆仑之有黄帝遗迹，见于《山海经》、《穆

天子传》、《庄子》、《列子》、《新语》。……是诸书皆后

人伪作（《庄子》虽不伪，《天地》篇疑伪。）。其所称述，

要属史 公 所 谓 荐 绅 先 生 难 言 之 类，固 未 足 据 为 典

要。”①吕思勉在反思自己误信“西来说”之原因时亦

言道：“予昔亦主汉族西来之说。……自谓 所 据，皆

为雅 言。由 今 思 之，河 出 昆 仑 墟，盖 古 代 谬 悠 之

说。……夫民族缘起，必远在有史之前，而诸说皆以

故书 为 据，且 多 不 可 信 据 之 书，其 无 足 采，不 俟 言

矣。”②在何炳松看来，仅通过文字、语言的比较无法

考知中国文化之起源，因为“中华民族之起源问题本

属未有文字以前之历史上问题”，“吾人既无考古学

上之发见为推理之根据，则无论何种学说均属可能；

而同时亦 无 论 何 种 学 说 均 属 臆 测。盖 不 从 实 质 着

手，徒作文字工夫，所谓在故纸堆中讨生活也，虽立

论极其动人，亦于史学奚裨乎？”③

由此，“增进我们对古代中国了解的唯一希望，

就在于铁铲”，成为当时中国学人的共识。陆懋德即

言：“欲考其文化之真相，必上溯人种来源之始，石器

时代之初，文字未兴之前。凡此各种问 题……而 其

材料，则不仅凭文字之记载，须有赖地下之发掘。”④

何炳松亦言：“假使吾国考古学上发掘之事业不举，

则吾国民族起源之问题即将永无解决之期，而吾人

亦唯有自安 愚 鲁 之 一 法。”⑤正 因 为 如 此，拉 克 伯 里

之说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渐趋消歇，诚如齐思和所说，

皆“附会穿 凿，所 论 毫 无 科 学 上 之 价 值 可 言”⑥。陈

登原亦谓：“西来南来之说，就文字以证明民族来自

者，当无以免于捕风捉影之嘲也。”⑦

二、中国文明之新“西来说”
在民国知识界的回响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考古学渐兴，域外学人陆

续到中国进行探险和考古调查⑧，中 国 文 明 起 源 的

讨论即由语言文 字 学 拓 展 到“考 古 学”。劳 费 尔 就

多次到中国探险 调 查，收 集 陶 器、玉 器 及 汉 代 陶 俑

等古代 遗 物。基 于 对 所 收 集 古 物 的 考 辨 与 分 析，

劳费尔认为：“往 时 中 国 境 内，似 亦 非 无 用 石 器 者。

然与其谓 出 于 中 国 人 之 手，毋 宁 谓 为 出 于 异 族 人

之手之为 当 也；而 此 异 族 人 固 尝 生 息 长 养 于 中 国

者，故仅谓为中国 之 石 器 犹 可，谓 为 今 中 国 人 之 石

器则不可也。”⑨日本学人鸟居龙藏亦先后多次到中

国辽东、辽南等地进行考古调查，他同样通过对在该

地区采集的石器、陶片的分析，认为其均“非华人旧

物”，而是“现居蒙古人先祖之遗物”�10。在以考古学

方法探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域外学人中，安特生

基于仰韶等地的考古挖掘所提出的中国文化起源说

最为民国学人所关注，其在民国知识界的影响亦最

深巨。

１９１４年，安 特 生 应 北 洋 政 府 的 邀 请 来 到 中 国，

协助中国地质学家寻找铁矿和煤矿。不过，得益于

广阔的学术视 野，安 氏 亦 注 意 石 器 的 搜 寻，于１９２０

年发表《中国新石器类型的石器》一文。此后，中国

史前文化成为他的兴趣所在。１９２１年，安特生开始

在河南仰韶进行考古发掘。根据仰韶发掘所得，他

于１９２３年发表题为《中华远古之文化》的考古学报

告。在讨论“仰韶文化与古代外国文化之关系”时，

安氏通过比较仰韶彩陶与安诺和特里波列的彩陶纹

饰后认为，“吾人就考古学上证之，亦谓此等着采之

陶器，当由 西 来，非 由 东 去 也”�11。为 进 一 步 验 证 其

仰韶彩陶源于西方的假设，他又于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间

亲赴甘肃进行考古调查。基于考察，安氏认为此种

文化之发源地，非于新疆详加研究，不能判定。但就

河南采集所得，颇觉此种文化之行程，实可由中亚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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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经南山及北山间之孔道东南而达于黄河河谷，以

至现代甘肃 之 兰 州①。与 拉 克 伯 里 之 说 不 同，安 特

生是以最新考古学成果论证中国文明自西而来，故

其说被民国学人称之为“新西来说”。其阐述考古挖

掘及其阐释之著述，如《中华远古之文化》《中国北部

之新生界》《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层》及《甘肃考古

记》②等，一经 译 出 即 为 民 国 学 人 所 普 遍 关 注，凡 讨

论中国之史前史，几乎无不提及其著述，甚至马克思

主 义 史 家 在 讨 论 中 国 原 始 社 会 时，亦 同 样 多 有

提及③。

对于安氏的考古挖掘，李济以“功过参半”加以

评价，认为“他的方法还不精密，非科学者最成功的

方法”④，但其他民国学人则多有肯定与赞赏。１９２２

年４月１日，胡适在日记中如是写道：“安君是地质

学者，他的方法很精密，他的断案也很慎重，又得袁

复礼君的帮 助，故 成 绩 很 好。”⑤诒 荪 则 就 安 氏 考 古

挖掘之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意义予以高度肯定，

认为：“中国远古的历史记载，除一些荒谬妄诞的神

话外，绝无可考，这些的发掘，实为我国石器时代的

文化第一次的真确发现，将来有益于中国远古文化

的说明，更非 浅 鲜 了。”⑥卢 绍 稷 亦 谓：“是 则 吾 国 石

器时代文化之真确发现，实始于此；进而考研，必且

有益于中国远古文化之说明。”⑦傅斯年虽批评安氏

的考古挖掘工作存在不能利用中国的材料；走马看

花，不能充分的考验；粗心挖掘，随便毁坏；如掘不得，

即随便购买等可议之点，但仍高度评价安特生的考古

方法“确实是比中国人有进步，所得的有趣味的材料，

亦为不少”，称其对于考古的功劳，“着实不小”⑧。

对于安特生所提出的中国文明西来说，以李济、

梁思永、徐中舒等为代表的考古学界则颇表怀疑，他

们力图通过在中国其他地方的考古挖掘以驳斥其说

或找寻怀疑之证据。１９２６年冬，李济和袁复礼前往

山西考察古迹，发现夏县西阴村的史前遗址后即组

织考古挖掘⑨。李济就挖掘这一史前遗址之动机这

样言道：“这文化的来源（指中国北部新石器时代晚

期的文化）以及它与历史期间中国文化的关系是我

们所最要知道的。安特生在他的各种报告中对于这

两点已有相当的讨论。他所设的解释，好多还没有

切实的证据。……我们现在的需要，不是那 贯 串 一

切无味的发挥；我们的急需是要把这问题的各方面，

面面都作一个专题的研究。这个小小的怀抱就是我

们挖掘那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动机。”基于西阴村

的史前遗存，李济认为：“我们还没得着十分可靠的

证据，使我们断定在中国所找的带彩陶器确发源于

西方。”�10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８日，李济在中山大学讲演时

对安氏所提出的“带彩者为自西方，不带彩者为原有

的”再次详加驳斥。李济认为：“它们的土质都相似，

带彩与不带彩并没有这样大的区分。”他引述亨利·

法兰克福（Ｈｅｎｒｉ　Ｆｒａｎｋｆｏｒｔ）的观点称，“带彩陶器并不

来自一源”，“怀疑仰韶彩陶与Ａｎａｕ没有关系。所以

现在仰韶期已不可靠，安特生的结论根本动摇”，并特

别强调：“中国带彩与不带彩的有密切关系。以经验

而论，如带彩色的来自西方，则彩色细致的陶器应当

在来源先及的地方，但事实上恰反，愈西愈粗，仰韶的

精细，甘肃的粗。所以带彩陶器来源不能不怀疑了。

个人研究所得，中国在有文字之史前已有文化，为固

有文化，这在山西南部有十几处。”�11１９２８年，梁思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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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11

安特生：《甘肃考古记》，乐森璕译，《地质专报》甲种第５号，１９２５
年。

袁复礼译：《中 华 远 古 之 文 化》（《地 质 汇 报》第５号，１９２３年）、
《中国北部之新生界》（《地质专报》甲种第３号，１９２３年）、《奉天

锦西县沙锅屯洞穴层》（《古生物志》丁种第１号，１９２３年）；乐森

璕译：《甘肃考古记》（《地质专报》甲种第５号，１９２５年）。

如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 究》，北 平 人 文 书 店１９３４年 版；吴

泽《中国原始社会史》，桂林文化供应社１９４３年版；尹达《中国原

始社会》，作者出版社１９４３年版等。

李济讲、余永梁笔 述：《中 国 最 近 发 现 之 新 史 料》，《国 立 中 山 大

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５卷第５７、５８期，１９２９年。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３卷，台 北，联 经 出 版 事 业 有 限

公司，２００４年，第４８９页。

诒荪：《晚近 中 国 史 学 界 之 一 瞥》，《桐 声》第２卷 第１期，１９２６
年，转引自李孝 迁 编 校《中 国 现 代 史 学 评 论》，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２０１８年版，第５～６页。

卢绍稷：《现代 中 国 史 学 之 发 达》，载《史 学 概 要》，商 务 印 书 馆

１９３０年版，转引自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第９页。

傅斯年讲、王培棠记：《考古学的新方法》，《史学杂志》１９３０年第

１期。

１９２７年１月１０日，清华国学研究院举行欢迎李济、袁复礼自山

西夏县西阴村考古发掘归来 的 茶 话 会。是 日 夜，梁 启 超 参 加 完

茶话会后，给身在美国哈佛大 学 的 次 子 梁 思 永 写 信，如 是 言 道：
“（瑞典人安特生）力 倡 中 国 文 化 西 来 之 说。自 经 这 回 的 发 掘，

他们想翻这个案。”（参 见 中 华 书 局 编 辑 部 编《梁 启 超 未 刊 书 信

手迹》，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版，第７１２～７１３页）

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１９２７年），载《中国

早期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２７、１４２页。

李济讲、余永梁笔 述：《中 国 最 近 发 现 之 新 史 料》，《国 立 中 山 大

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５卷第５７、５８期，１９２９年。



在其硕士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

的陶器》中，亦对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表示存疑，认为：

“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的发祥地及其与安诺报告中

所载 彩 陶 间 明 显 关 系 的 真 实 意 义 迄 今 仍 不 易 解

决。”①徐中 舒《再 论 小 屯 与 仰 韶》一 文 对 安 特 生 依

据阿尔纳（Ｔ．Ｊ．Ａｒｎｅ）意见 推 算 仰 韶 时 代 约 在 公 元

前三千年的观点 持 有 相 当 的 怀 疑，认 为“此 种 推 断

可信的程度也很 薄 弱”。与 此 同 时，他 从 交 通 史 视

角就仰韶 与 苏 萨、安 诺 两 地 间 彩 陶 的 关 系 提 出 具

有说服 力 的 疑 问，“纵 使 苏 萨、安 诺 与 仰 韶 有 若 何

显著的关连，我们 只 看 有 记 载 以 来 的 交 通，从 小 亚

细亚传播到黄河 流 域，也 须 要 相 当 的 时 日，何 况 这

两方的关系，我们 还 无 从 明 瞭 呢？”另 外，他 还 结 合

文献资 料 力 证：“仰 韶 与 小 屯 为 两 种 不 同 的，各 自

发展的 文 化”“仰 韶 似 为 虞 夏 民 族 遗 址”“大 月 氏、

大夏为虞夏民族 西 徙 后 的 名 称”，藉 此 否 定 安 特 生

的新西 来 说，并 推 断“环 渤 海 湾 一 带，或 者 就 是 孕

育中国文化的摇床”②。

以胡适、傅斯年等为代表的新史家，对安特生的

仰韶文化西 来 说 同 样 多 表 质 疑。胡 适 在１９２２年４

月２８日的日记中虽称安特生的“立论甚谨慎，很可

佩服”③，但对 于 仰 韶 文 化 西 来 说，胡 适 则 明 确 表 示

反对。他在１９２３年４月１日的日记中写道：“袁君

与安特森皆以为古代陶器之有色泽花样的，是受西

方文明的影响。我颇不以为然。我以为，与其用互

相影响说，不如用平行发展说。前说可以解释那相

似的花样与相同的用轮作陶器之法，而终不能解释

那中国独有之空脚鬲。后说则既可以用‘有限可能’

之理说明偶 合，又 可 以 用 独 有 之 样 式 为 其 佐 证。”④

缪凤林则谓：“西亚民族之历史较中国民族为后。由

年代种族文化及地理上之阻碍等考察，西来之说为

事理所必无。中国民族即自外来，亦必不自巴比伦

迁入。”⑤对于“安氏等所自立说”，金兆梓“为正其曲

解”，特撰《中国人种及文化由来》一文。他在文中质

疑道：“若彩色陶器而果自西东来，则首受其影响者，

当属甘肃，何以略先于仰韶期之齐家期，竟未之见？

乃竟同发 见 于 仰 韶。即 果 如 安 特 生 氏 所 谓 传 播 甚

速，何以河南之彩陶，无论质地、制法、图案、设色，又

在在胜于 甘 肃 也？ 果 吾 人 亦 如 安 氏 之 以 独 断 的 论

证，根据河南之鼎鬲既早于甘肃，谓其由西而东传，

河南之彩陶，论质而不论量，又在在有胜于甘肃，因

更谓 就 陶 器 论，实 为 中 国 文 化 之 西 行。可 乎，不 可

也？”在金兆梓看来，“在彼可证为由西而东，在我亦

可以之证明由东而西”。金兆梓感慨称“西人之好包

办世界文明也！”⑥１９３４年，傅斯年在《城子崖序》中

对安氏之说同样 提 出 强 烈 质 疑 与 批 判：“在 中 国 遍

求于中央及西方亚 细 亚 彩 色 陶 器 有 亲 属 关 系 之 中

国采色陶 器 之 分 布，诚 然 是 一 件 绝 重 大 的 考 古 工

作。然中国 史 前 及 史 原 时 代 之 考 古，不 只 是 这 么

一个重大问题，若 以 这 个 问 题 为 第 一 重 心，则 仿 佛

觉得先秦 二 三 千 年 间 中 土 文 化 之 步 步 进 展，只 是

西方亚洲 文 化 之 波 浪 所 及，此 土 自 身 若 不 成 一 个

分子。我们 现 在 所 有 的 知 识，已 使 我 们 坚 信 事 实

并不是 如 此 的。……总 而 言 之，西 洋 人 作 中 国 考

古学，犹之乎他们 作 中 国 史 学 之 一 般，总 是 多 注 重

在外缘的关系，每 忽 略 于 内 层 的 纲 领，这 也 是 环 境

与凭藉使然。”⑦

陈恭禄曾就安特生之说这样评价道：“虽或为人

所指摘，推论 并 为 人 所 怀 疑，然 其 于 学 术 上 之 有 贡

献，则为不可否认之事实。”⑧如其所言，安氏的考古

挖掘及其所做出的推论，民国知识界虽有所指摘和

质疑，但其学术影响深巨。有学人即谓：“一般人总

以为中国民族与文化源于中央亚细亚，或者在中国

的西北部，由此而定中国民族及中国文化发展之路

线，为由西北而东南。其实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至

于所以造成此绝大错误的原因，主要者就是安特生、

阿尔纳、步达 生 等 人 所 创 的‘彩 陶 分 布 说’。”⑨事 实

确乎如此，安氏之说在民国知识界中有相当的认同

和支持者。１９２４年，吕 思 勉 在《新 学 制 高 级 中 学 教

科书（本国史）》第一章《汉族之由来》中开篇即言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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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梁思永：《山西西 阴 村 史 前 遗 址 的 新 石 器 时 代 的 陶 器》，载 中 国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
年版，第４７页。

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１９３１年第３期。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３卷，第５４８页。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４卷，第３页。

缪凤林：《中国民族西来辨》，《学衡》１９２５年第３７期。

金兆梓：《中国人种及文化由来》，《东 方 杂 志》第２６卷 第２４号，

１９２９年。

傅斯年：《城子崖序》，载刘梦溪 主 编《中 国 现 代 学 术 经 典·傅 斯

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３５２页。

陈恭禄：《中国通史》，中国工人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４页。

荆三林：《安特生彩陶分布说 之 矛 盾》，《新 中 华》第６卷 第７期，

１９４８年。



族始迁自今中亚西亚高原，进入黄河上游之昆仑，其

后，再沿新疆至甘肃之路径，徙入中国本部①。章鸿

钊在《石雅》一书中即谓，安特生和阿尔纳所言着色

陶器自中亚输入黄河流域，而取道于甘肃北山南山

之间经兰州而下，“固可信也”，并谓“综览先后考古

所获，虽 民 族 所 自，远 未 能 详，而 文 化 肇 兴，秩 然 可

纪，即如安特生氏所述甘肃文化各期均云中国有史

前后不远 者，斯 言 固 大 略 可 信 也”②。张 星 烺 在《中

西交通史料汇编》的自序中言道：“瑞典人安特生近

查河南渑池仰韶村出土古器之器工花纹，与意大利

西西利岛及希腊北部启罗尼波兰国格雷西亚、俄国

西南基 辅 城 附 近 脱 里 波 留、俄 属 土 耳 其 斯 坦 安 诺

（Ａｎａｕ）等地所发见者极相似，令人不能不起同出一

源之感想。两地艺术，彼此流传也，河南距安诺道里

极远，然两地之间，实不乏交通孔道。”③曾友松则根

据“中央亚细亚为人种起源之圣地”，主张“汉族之由

中亚迁入更是无疑”；他还引安特生的“考古学上的

证据”，认为“只要我们略为考究器物之形式及陶器

之色彩”，尤其是“河南与安诺所采掘之新石器时代

之陶器”，便可证明“中国的文化无疑是和中亚发生

一个最密切的关系”；在他看来，“新疆是一个中亚与

远东文化交通的孔道”，中国文化“是直接或间接从

中亚文化区域分播去的”④。

甚至１９３７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民国知识界仍不

乏持安氏之说的学人。赵心人在讨论“古代民族的

迁徙”时即称：“历史开始以前，现世各主要民族的祖

先，大概都聚居于中亚草原上，其后因分散至各处，

受了各该地的影响，遂形成不同的民族与文化。那

些人 民 向 东 越 葱 岭 而 迁 至 黄 河 流 域 的 是 中 国 民

族。”⑤陈安仁亦以安氏考古及推论为据，认为“新石

器时代的新疆，是一个中亚与远东文化交通的孔道，

因为古代的新疆没有如现在的沙漠连绵，同时山岭

亦不能阻止两处民族的接触，所以甘肃、河南一带的

文化，皆和中亚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并言“人类起源

的地方如确定是在中亚细亚，中国民族与文化的来

源，依据于中亚细亚，亦较有可凭的地方”⑥。

然而，如果说此前民国知识界对安特生之说还

存在认同、接受 或 质 疑 乃 至 否 定 之 分 歧，那 么 到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 末 之 后，质 疑 与 批 判 则 已 成 为 普 遍 之

势。考古学家们对安氏之说尤其是其“六期说”提出

强烈之质疑。１９３８年，吴 金 鼎 在 其 博 士 论 文《中 国

史前陶器》中从陶器特征出发，认为安特生关于仰韶

文化分期之划分显系错误，提出齐家文化可能是一

支独立的 地 方 文 化⑦。１９４３年，尹 达 在《中 国 原 始

社会》一书中称，“齐家坪遗址是否早于仰韶遗址，还

不能即刻得到解答。现有材料告诉我们，它晚于仰

韶村遗址的可能性比较大些，早于仰韶村遗址的可

能性比较小。安特生的推测正是可能性比较小的一

方面”，并认为安特生的错误是“由于不曾仔细分析

遗物和其堆积的关系，混淆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

所以在分 期 问 题 上 就 犯 了 相 当 大 的 错 误”⑧。１９４７

年，裴文中在对齐家坪遗址进行调查发掘后亦认为：

“安特生氏谓齐家坪之产物，代表彩陶文化系统最早

之一期，在仰韶时期之前。吾人此次由地层及所采

陶器之观察，皆不能证明之。若再参考吾人在他处

之观察，则吾人暂时认为，居住和埋藏于齐家坪之人

类，除辛店期者外，似为另一民族，有不同之另一种

文化，名之 为‘齐 家 文 化’，与 彩 陶 文 化 为 不 同 之 系

统。”⑨夏鼐持有与裴氏相似之观点：“从陶器方面来

研究，齐家陶与仰韶陶是属于两个系统，我们不能说

齐家陶是由仰韶陶演化而来，也不能说仰韶陶是由

齐家陶演化而来”�10。

不唯考古学家如此，此时其他民国学人亦同样

有所质疑，以至彻底否定和批判。曾认同并接受安

氏之说的吕思勉即言：“夫文化果自西来，则必愈东

而愈薄。甘肃陶器，安特生固谓其采色、图案，皆胜

河南，然又谓陶质之薄而坚，及其设色琢磨，皆在河

南之下，因此 不 敢 坚 执 二 者 之 相 同，则 谓 其 来 自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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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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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新学 制 高 级 中 学 教 科 书（本 国 史）》，载《吕 思 勉 全 集》

第２０卷，第１６页。

章鸿钊：《石雅》，《地质专报》乙种第２号，１９２７年。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１册，第１１页。

曾友松：《中国原始社会之探究》，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年版，第

２８、６２～６３、６９页。

赵心人：《初中新外国史》（上），世界书局１９３７版，第６７、６８页。

陈安仁：《中国上古中古文化史》，长沙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８年版，第

２７、２９页。

Ｗｕ　Ｇｈｉｎ－ｔｉｎｇ，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Ｐｏｔｔｅ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Ｌｏｎｄｏｎ：Ｔｒｕｂｎｅｒ，

１９３８，ｐ．５０．
尹达：《中国原始社会》，第３６页。

裴文中：《甘肃考古报告》，载《裴 文 中 史 前 考 古 学 论 文 集》，文 物

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３４～２３６页。

夏鼐：《齐家期 墓 葬 的 新 发 现 及 其 年 代 之 改 订》，《中 国 考 古 学

报》第３册，１９４８年。



方，似无确据。又中国文化，苟与西方关系甚深，则

种族之间，亦必有关系，何以仰韶村、沙锅屯人骨，步

达生又谓与今华北人相同乎？然则新西来说，似亦

未足据也。”①在吴泽看来，“因为甘肃出土的彩色陶

器和在波斯萨苏出土的彩色陶器极其相似，所以安

特生就说，原始的中国民族原来是住在土耳其斯坦

地方，接受西方文化，后来向西域甘肃一带移动，最

后才迁到河南等地，这也是胡说。我们知道一个民

族和另外一个民族发生交通关系，固可相互模仿，互

相影响其文化，反之，纵令这民族不受其他民族的文

化影响，也 有 完 全 独 立 产 生 出 某 一 定 的 文 化 的 可

能”②。荆三林则先后撰有《从秦王寨出土着色陶器

上对安特生及阿恩之质疑》《安特生彩陶分布说之矛

盾》等文，在批驳安氏之说存在谬误和矛盾之同时，

提出中国文化西行之论，认为“如以彼所找之材料而

论”，恰可证明“正是中国古代文化经甘肃之兰州，沿

黄河河谷西行，经南北两山之间而至中央亚细亚，西

方人受东方人或东方文化之影响，而向西移动，由西

亚而至欧洲”。他颇为自信地称“此说至为合理，且

证据比较 确 实”③。吕 振 羽 不 仅 对 安 氏 之 说 提 出 质

疑，更对安氏颇为尖锐地批判道：“安君对中国考古

工作上的努力和贡献，我自然对他表示相当的敬意，

但对他这种 故 弄 玄 虚 的 勾 当，也 不 能 不 提 出 抗 议。

易言之，安君是从帝国主义的侵略立场上来研究中

国文化的，在他看来，只有成了帝国主义的白种各民

族，才有着创造文化的能力，在他看来，中国是半殖

民地，中国民族是劣种民族，自己并没有创造文化的

能力。这就是 安 君 的‘西 来’说 的 隐 衷。”④到２０世

纪４０年代初，安氏的中国文化新西来说可以说已基

本上为知识界所抛弃。１９４３年，安特生自己在其著

作中这样反省道：“当我们欧洲人在不知道和缺乏正

确观点的优越感的偏见的影响下，谈到把一种什么

优越文化带给中国的统治民族时，那就不仅是没有

根据的，而且也是丢脸的。”⑤

三、中国文明之“渗入说”
在民国知识界的回响

　　１９３０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者相继在山东龙山

城子崖和河南安阳殷墟等地组织考古发掘，出土了

中国以外地区所不存在的史前时代之遗物，这昭示

着中国存在着一个不同于以彩陶文化为代表的古老

文化⑥。由 此，域 外 学 者 逐 渐 放 弃 了 纯 粹 的“西 来

说”，转而多采“渗入说”或“影响说”，即认为中国固

然有起源于本土的文明，但推动其文明发展的根本

性或基础性 要 素 则 多 系 西 来 或 受 到 西 方 文 明 之 影

响⑦。美国考古学家毕士博（Ｃａｒｌ　Ｗｈｉｔｉｎｇ　Ｂｉｓｈｏｐ）

即将中国 文 化 称 为“渗 入 型 文 明”。基 于 对 牛、羊、

马、鸡、水牛、骆驼、小米、高粱、大麦以及彩陶、穴居、

复弓、青铜器、战车、文字等的考察，他认为“没有外

方文化 的 帮 助，中 国 的 文 化 无 论 如 何 是 不 能 发 展

的”，因为“作为文化基础的家畜及能产生食物的植

物”，主要来自近东和印度⑧。由此，他得出结论：在

东亚建立起来的文明，其起源与基本类型必须归因

于从古代近东来的文化传播所致的刺激⑨。在日本

考古学家滨田耕作看来，“中国人至少在新石器时代，

已经住在中土，及其末期，乃有彩画陶器的文化，随同

新人种侵进来”，而“关于铜和青铜的知识，就说是从

西方传到中国，也是大可以有的事”。在彼时中国文

明起源争论中，对于彩陶与青铜这两个最为显要的元

素，他均认为系外来，以此解释中国文明的起源�10。

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域外学界，中国文明起

源之“渗入说”几成公认之说。以美国学界为例，不论

是专门 性 著 作 还 是 通 识 性 著 作 均 采 此 说。顾 立 雅

（Ｈｅｒｒｌｅｅ　Ｇ．Ｃｒｅｅｌ）在探讨中国早期文明之起源时，虽

５５１　文明史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吕思勉：《先秦史》，第１９页。

吴泽：《中国原始社会史》，第１９页。

荆三林：《安特生彩陶分布说 之 矛 盾》，《新 中 华》第６卷 第７期，

１９４８年。

吕振羽：《中国原始社会史》，上海耕耘出版社１９４３年版，第１７９
页。

Ｊ．Ｇ．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
ｎｅｓ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ｉｅｓ，１９４３
（１５）．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第１７０页。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三联书店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３４页。

Ｃａｒｌ　Ｗｈｉｔｉｎｇ　Ｂｉｓｈｏｐ，“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１９３４（３）．译 文 转 引 自 毕 士 博《中 国 南

北文化的起源》，黄泽浦译，《集美周刊》第１８卷第２期，１９３５年

９月３０日。

Ｃａｒｌ　Ｗｈｉｔｉｎｇ　Ｂｉｓｈｏｐ，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ｓｉａ，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１９３９．译 文

转引自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第１３６页。

滨田耕作：《东亚文明之黎明》，张 我 军 译，《辅 仁 杂 志》第２卷 第

２期，１９３１年。



认为“新石器时代伊始，中国东北地区已存在一个独

特的文化区”，因为“在这个文化中，我们可以找到在

商代文化中也存在，而在欧洲或近东却不能发现的制

品”，但他亦承认“青铜铸造可能不是中国发明的，而

是从西方的某个地方引入进来的”，并就中国文化之

特性如是言道：“和所有伟大的文化一样，是兼收并蓄

的，孕育于来自各个方面的影响，但当这些影响和技

术被接受时，它们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即根据中国国

情而被加以吸收和发展，并转化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

成部分。”①富路德（Ｌｕｔｈｅｒ　Ｃ．Ｇｏｏｄｒｉｃｈ）在《中 华 民

族简史》中援采毕士博之观点，认为中国有其土生的

文明，但“完全不提及遥远的西方渊源”亦非正确，牛

拉犁、狮子、棺木、护城河、矿井、骡、驴和骆驼等显然

受到外 来 文 化 的 影 响②。费 正 清（Ｊｏｈｎ　Ｋｉｎｇ　Ｆａｉｒ－

ｂａｎｋ）在其 出 版 于１９４８年 的 成 名 作《美 国 与 中 国》

一书中亦采毕氏之说，直言：“中国有早期的土著文

化，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也从近东通过中亚路

线进入中国。……中国的本土文化似乎是从西北部

不 断 注 入 的 接 收 者。”③美 籍 德 裔 汉 学 家 卫 德 明

（Ｈｅｌｌｍｕｔ　Ｗｉｌｈｅｌｍ）也持相似观点，认为构成中国文

化发展的基础要素主要是原始通古斯的中国北部文

化、原始土耳其的中国西北文化、原始西藏的西部文

化以及三个南部文化，这几种文化之间“并非只发生

一种混合，乃是他们彼此的补益，彼此的施与”④。

这些以“影 响”或“渗 入”解 释 中 国 文 明 起 源 之

说，亦为民国知识界所关注。毕士博的《中国文化之

初源及其地理背景》一文１９３２年发表，次年即被译

为中文，译者朱炳海谓“著者之臆说，为吾国史学专

家所不能赞同者当属不少，惟其方法颇有可采，故介

绍之，以 供 有 志 研 究 上 古 历 史 地 理 者 之 借 镜”⑤。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７日，夏 鼐 读 完 毕 氏 刊 于《太 平 洋 事

务》（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上的《中国南北文化的起源》

后，在日记中 感 慨 道：“毕 士 博 此 文 虽 仅 寥 寥２０余

页，颇耐深思。”⑥此文中译文于次年刊出，译者黄泽

浦特别强调：“本文作者毕士博氏，为一有名之美国

中国史学家，曾到我国作考古工作多年。本篇为其

研究我国文化起源之总结论。从本篇中，我们也可

以看出外人研究我国古史之态度如何。故颇足为研

究中国古史者参考，也可帮助一般学生明了中国文

化起源的状 态。”⑦对 于 日 本 考 古 学 家 滨 田 耕 作，民

国学人于式选这样评价道：“先生学问淹博，持论纯

正，凡谈有关中国之问题，向系鉴空衡平，忠实论究，

绝不似喜田 贞 吉、矢 野 仁 一、鸟 居 龙 藏 等 之 御 用 学

者，负有政治使命，故为曲解事实，代野心家作凌辱

中国之‘学 术 的 根 据’也。”⑧故 此，其 著 述 在 中 国 知

识界有着更为广泛的流布，不仅考古学方面的诸多

著述相继被译成中文⑨，其《东亚文明之黎明》甚至

出现张我 军、徐 翔 穆、汪 馥 泉、杨 炼 等 四 个 译 本�10。

１９３５年９月２３日《早报》对杨炼的译本进行专门推

介：“这本书是研究东亚古代的著作，对于旧石器时

代、新石器时代等都有精到的认证。对于东亚的人

种亦有独特的见解处，实在增加我们古代智识的一

本简明、正确 的 书 籍！”�11顾 立 雅 研 究 中 国 早 期 文 明

的《中国文明之诞生》，则有雷海宗撰著书评予以评

介�12。卫德明曾于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２年在北京为其同

胞做有关中国历史演讲多达十次，其中第一次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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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ｒｒｌｅｅ　Ｇ．Ｃｒｅｅ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１９３８，ｐｐ．２５３－２５４．
Ｌｕｔｈｅｒ　Ｃ．Ｇｏｏｄｒｉｃｈ，Ａ　Ｓｈｏ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　＆Ｒｏｗ，１９４３，ｐｐ．１０－１９．
Ｊｏｈｎ　Ｋｉｎｇ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８，ｐｐ．２５－２７．
卫德明：《中国之史前 史 与 原 始 史》，杨 丙 辰 译，《国 民 杂 志》第３
卷第６期，１９４３年。

Ｃ．Ｗ．Ｂｉｓｈｏｐ，“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Ｉｔ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３２（４）．
译文参见弼萧普《中 国 文 化 之 初 源 及 其 地 理 背 景》，朱 炳 海 译，
《方志月刊》第６卷第２期，１９３３年。
《夏鼐日记》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６７页。

毕士博：《中国南北文化的起源》，黄泽浦译，《集美周刊》第１８卷

第２期，１９３５年９月３０日。

于式选：《介绍日本 考 古 学 者》，《考 古 社 刊》第６期，１９３７年１１
月。

滨田耕作被 译 为 中 文 的 著 述 有：《鼎 与 鬲（附 图）》（闻 宥 译，《东

方杂志》第２６卷第３号，１９２９年）、《中 国 古 代 文 化 鸟 瞰》（汪 馥

泉译，《青年界》第１卷第５期，１９３１年）、《考古学通论》（俞剑华

译，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１年版）、《古玉概说》（胡肇椿译，上海中

华书局１９３６年版）、《古物研究》（杨炼译，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
年版）等。

这四种译本分别为：《东亚文明之 黎 明》，张 我 军 译，《辅 仁 学 志》

第２卷第２期，１９３１年；《东 亚 文 明 之 黎 明》，徐 翔 穆 译，神 州 国

光社１９３４年版；《东亚 文 化 之 黎 明》，汪 馥 泉 译，黎 明 书 局１９３２
年版；《东亚文明的曙光》，杨炼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年版。
《书报介绍：史地小 丛 书 之 东 亚 文 明 的 曙 光》，《早 报》１９３５年９
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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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国之史前史与原始史》。民国学人杨丙辰“以

其第一次所讲，颇有异我国学者见解不同之处，因特

译出”①。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借

历史文化激发民族精神和爱国之心，成为彼时民国

知识人的主要取向。１９３４年，李济即提出：“我们若

要发扬 民 族 主 义，对 于 民 族 的 历 史 绝 对 的 不 能 漠

视”，并强调：“要发扬这个主义，除了历史的训练，又

有什么别的方法呢？”②傅斯年亦曾这样言道：“本国

史之教 育 的 价 值，本 来 一 大 部 分 在 启 发 民 族 意 识

上。”在他看来，“当前的问题，只在用何方法使历史

教育有效的、有益的启发民族思想”③。钱穆在成书

于抗日战争期间的《国史大纲》之开篇，即向读者提

出对待本国历史要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意在藉

历史激励国人之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欲其国民对

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

有深厚的认识。欲使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

进，必先使 其 国 民 对 国 家 已 往 历 史 有 真 实 之 了 解。

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智识，其要在此”④。１９３９年，

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学教科书编辑兼教科书审查委员

姜季辛在审阅了各大书局所出版的九种中学历史教

科书后更是直言：“有些历史教科书中，对于中华民

族的起源，依 旧 含 混 其 辞，不 说‘异 说 纷 纭、莫 衷 一

是……只有存疑’，便公然仍旧主张‘西来说’。”在他

看来，这将 间 接“动 摇 国 民 对 于‘保 卫 领 土，爱 护 祖

国’的决心”。他认为：“今日编著历史，应着眼于全

民族共同的‘民族意识’。”⑤

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起源之本土说

成为当时学界的主流议题。缪凤林即在《本国史》中

明确指出，今日国人之祖先有史以前便已生息于东

亚，“有史以来之民族绝无外来之可能”，无论种族与

文化均为 祖 先 自 创⑥。金 兆 梓 的《高 中 本 国 史》（上

册）、杨东 莼 的《高 中 本 国 史》、白 进 彩 的《高 中 本 国

史》、陈登原的《高中本国史》、钱穆的《国史大纲》等

中国通史类教材与缪凤林之书的观点基本相一致，

均持本土起源说，并通过详细梳理中国考古学之成

果对外来说 大 加 驳 斥⑦。陈 登 原 更 是 倡 言，中 国 文

化在世界可谓“开创之早也”；其在亚东之地位，“盖

为亚洲文化之祖先”，并“尝有所启迪异族，煦育外国

也”⑧。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文明本土说更是成为

不容置疑之说，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家

皆持此说。郭斌佳强调：“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就在中

国这片土地上，它在没有外来影响的情况下，从野蛮

走向文明。”⑨马克思主义史家尹达亦言：“中国社会

不是孤立的东西，在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受到外来

民族的影响，民族的混合，以及民族文化的交流都是

不可避免的事；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基本上中华民族

及其文化之来源有其独立和自别的特点。欧美和日

本的学者为着他们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证明‘中华

民族和其文化是从他处移植过来的’这种谬论已经

被事实击得粉碎了。”�10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东方杂

志》１９３７年第７号特别推出“中国文化问题特辑”�11。

贾丰臻认为：“说到文化问题，那个不知道世界各国

中文化的起 原 和 发 达，要 算 中 国 为 最 早 了。”�12李 长

傅在对外来说大加驳斥后，强调：“谓其受外来文化

一部分之影响，容或有之，若以其遗物之一端，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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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姜季辛：《略论 中 学 历 史 教 科 书 的 缺 点》，《教 育 通 讯》第２卷 第

１６期，１９３９年。

缪凤林：《本国史》，南京钟山书局１９３２年版，第３２～３４页。

金兆梓：《高中本国史》上册，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４７年版，第１５页；

杨东莼：《高中本国史》，上海北新书局１９３５年版，第２６页；白进

彩：《高中本国史》，文化学社１９３５年版，第１８页；陈登原：《高中

本国史》，上海世界书局１９３３年版，第２８页；钱穆：《国史大纲》，

国立编译馆１９４０年版，第４页。

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上册，第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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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达：《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 起 源》，《中 国 文 化》第１卷 第５期，

１９４０年。

此特辑刊载了１１篇讨论中国 文 化 问 题 的 文 章，具 体 为：杨 幼 烔

《我国政党政治 之 蜕 变 及 其 对 于 近 代 文 化 之 影 响》、曾 仰 丰《中

国盐政之动向》、李 俨《中 算 之 起 原 及 其 发 达》、陈 顾 远《中 国 婚

姻制度之发生并其进展》、陈邦贤《中 国 医 学 之 起 原 及 其 发 达 之

状况》、冯承钧《中 国 南 洋 之 交 通》、卫 聚 贤《中 国 文 化 起 原 于 东

南发达于西北的探讨》、贾丰臻《中 国 文 化 的 起 原 和 发 达》、李 长

傅《中国文化起 源 与 世 界 文 化 移 动 之 研 究》、林 惠 祥《中 国 文 化

之起源及发达》、王云五《编纂中 国 文 化 史 之 研 究》，其 中 讨 论 中

国文化起源的文章，无一例外都强调中国文明的本源性。

贾丰臻：《中国文化的起原和发达》，《东方杂志》第３４卷第７号，

１９３７年。



会其文化自外移动而来，此在科学上历史上立场上，

决对不容许 者 也。”①卫 聚 贤 则 认 为，殷 为 本 土 之 苗

民，其文化是独立起源，“中国的文化以殷人的文化

为最高，而且由殷人传播于夏周，但殷人是由东南向

西北的，故余以为中国的文化起原于东南而发达于

西北”②。曾盛 赞 安 特 生 的“方 法 甚 精，推 论 应 有 一

部分可信”的林惠祥认为，作为中国文化之基本势力

的华夏文 化“似 以 本 土 说 为 近 似 也”③。谓“中 国 之

文化，一部分由西而来，似无可否认”的王云五亦言，

“然中国人类有独自创造之文化，后且传播于东西辽

远之地域，则更属可信也”④。

由于饱受欺凌，文化民族主义成为此时中国知识

界的主导性思潮。即使是被左派指责为“醉心于欧

化”的学人，亦对中国文化“渗入说”大加质疑与批判。

胡适即依据平行发展之理论批评富路德，“在对待如

此遥远过去的文化对象时，经常犯有过于倾向‘文化

借用’理论而甚少承认 文 化‘独 立 或 平 行 发 展’的 错

误”。在他看来，“归因于文化借用似乎牵强附会，而

且也并非历史事实”，因为“面对类似的需要和困惑，

人类心灵通常能够而且实际上也确实发明了或多或

少相类似的解决方法”⑤。雷海宗在评述顾里雅《中

国文明之诞生》时，对作者的“青铜铸造的关键技术可

能起源于西方”这一观点进行批驳，认为作者“似乎没

有意识到自己仍旧处于进化论的教条主义者的影响

之下”，“尽管没有任何文化特征可以被证明是从蓝色

天空中掉下来的，然而，突变不仅在生物学上，而且在

文明史上都是不争的事实。古代埃及人的防腐技术

和中世纪大教堂的彩色玻璃窗都是失传艺术，这些艺

术似乎在很短时间内就达到了完美”⑥。李济虽不否

认“今日或过去所有伟大文明的发生都是由于文化

接触的结果”，但认为“在应用此种理论于某一特殊

文明之前，我们必须不惜余力搜集资料来详细考察

文明实际成长中的每一个细节”⑦。故此，他特别致

力于“揭破西来说中包含的无根据臆测”⑧。在讨论

中国上古史的文章中，李济即直言批驳毕士博的观

点，认为至少就骨卜、蚕丝与殷代的装饰艺术来看，

“外国人讨论东方文化时，只管可以不提，却不能不

承认是远东独立发展的东西”⑨。

饶有意味的是，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疑古时

代亦让位于复古时代。在讨论中国文明之起源时，

文字史料和古代传统说法的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似

乎又逐渐被恢复。王伯平在《再论中国民族起源问

题》一文中就传说在历史研究上的价值指出：“固然

有些传说是后人为了某种目的伪造的，完全为无稽

之说。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有些传说是有真实的历

史事实为其基础。所以，在历史研究上利用传说作

某种论断的 根 据，不 能 说 全 能 无 用。”�10高 潛 子 在 探

讨中国文化之起源时，认为“中国上古大事，信而有

征者，为洪水之灾”。他依据《山海经》《系辞传》《尚

书》等古书之记述，将上古洪水、伏羲造字、神农教民

耕稼等神话传说皆视为信史�11。吴泽基于考古挖掘

出土之遗物的考辨明确指出：“根据上述出土物所示

的各种现象，再把古籍传说记载与之作严谨的联结

的发展的相互范围的科学运用时，可知神话传说内

容亦 有 部 分 的 历 史 性，并 非 全 属 荒 唐 无 稽。”他 称：

“就《史记》、《尚书》、《左传》等正史所列传说人物的

次序，主要的几个是：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

氏、尧、舜、禹以及夏代。而附着于这些传说人物身

上的神话传说，其发展规律与上述出土物几乎完全

一致。”�12郭斌佳在《中国史前民俗》一文中则就此前

所流行的疑古思潮进行了颇为尖锐的批评：“今天的

中国历史学家不仅质疑某些文献的真实性，而且对

古老的中国传统进行了全面的猛攻。这种事态是现

代批判性学术最令人遗憾的滥用之一。虽然怀疑的

精神在寻求真理时是很有用的，但过度的怀疑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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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像轻信一样令人不快。”基于这一认识，郭斌佳根

据古籍记载的神话传说详述用火、农耕、渔猎、家畜

驯养、文字、钱币、衣服等都是燧人、伏羲、神农、黄帝

这些中国圣贤豪杰所创造发明的。最后，他还特别

强调这些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是“我们种族”的创造天

才的象征，我们不用怀疑古圣先贤的存在，最好还是

对那些曾为中国文明的奠基付出过努力的人们抱持

尊重之姿为好①。

余论：文化认同危机下的回响及启示

五四之后的民国学界曾批评认同拉克伯里“西

来说”的中国学人，认为其“惟知巧为附会”，以致落

入“‘帝国主 义 者’之 玄 中 而 不 自 觉”②。到２０世 纪

３０年代末之后，对于接受或一定程度认同中国文明

外源说之学人的批评，则更趋严厉。荆三林即这样

批评道：“固然安特生及阿恩等是自欺欺人，而我们

无条件的崇拜外人，没有一点自信心，没一点自主的

判断，便盲从外人，也不能不引为遗憾。”③华白沙则

如是指责李济、徐中舒等学者：“以本国学人研究本

国史地文化，而要这样推崇英美人不成熟的见解，不

但是无聊，而且是可耻的！”④徐中舒在１９５０年的先

秦史讲稿中就中国青铜器之源起进行解释时，曾就

左翼学人的批评这样回应道：“中亚地区的铜器，比

我们产生得早，这可能与中国铜器有关。要是历史

事实是这样，我们肯定这一点，是足以证明我们民族

是善于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而加以丰富和发展

的，这并不是 非 爱 国 主 义 的 提 法。”⑤由 前 述 考 察 亦

可知，民国知识界对于域外中国文化外源说之质疑

与驳斥呈渐趋强化和普遍之势。早在民初之际，知

识界对于中国文明之起源，可谓“众说纷呈”，既有持

本土说者，亦有众多学人赞同外来说；２０世纪３０年

代后，域外之中国文明外来说虽仍不乏信奉者，但质

疑与批判渐趋上升；全面抗战爆发后，即便是胡适、

雷海宗、李济等自由派学人，在评述域外有关中华文

明外来说之著述时，亦明显夹有浓厚的文化民族主

义之情绪，更遑论马克思主义史家，本土说已成不容

置疑的普遍之说。

民国知识界对域外之中国文明外来的认知及回

应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嬗变，学术本身的发展是其

中的原因之一。有学人曾就民国学人对于安特生之

说的回应指出，它们“总体上都不出学术范畴，而且

往往停留在技术的层面上”⑥。在某种程度上，这可

谓事实之 反 映。民 国 学 人 之 所 以 抛 弃 拉 克 伯 里 之

说，转而关注乃至认同与接受安特生之说，既受彼时

疑古思潮之兴起影响，更与考古学在中国的展开是

分不开的。童书业曾言道：“史前文物的研究，这差

不多是考古派专有的成绩。至彩陶和黑陶文化的发

现和研究，尤使我们明白古代文化确有东西两系，而

且受有外来 的 影 响。”⑦正 是 随 着 考 古 挖 掘 的 推 进，

中国有其发端于本土的文明不断得到确证，本土说

由此渐趋成为主流之说即属当然。林惠祥即言：“土

著说初亦无确证，然近来华北一带史前遗址发现日

多，铜器新石器时代之遗址最多，旧石器之遗址亦有

之，甚至极古远之人类遗骸亦发现于北京附近，故土

著说有逐渐得势之希望。”⑧李济亦曾就民国知识界

对于古史所记载的传说与神话由疑古转为信古这样

分析道，很多以前被推翻的历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

“这些新发现鼓励中国人为他们民族历史的悠久而

骄 傲，也 使 国 人 对 传 统 记 载 的 可 靠 性 恢 复 了 信

心”⑨。由此可见，不仅是民国学人对于域外之中国

文明外来说的回应，即便是疑古思潮逐渐为信古思

潮所取代，亦与考古之发展存有紧密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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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不能将民国知识界对于域外中国文

明外来说的 回 应 及 其 所 呈 现 出 的 嬗 变 仅 归 因 于 学

术，其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文化认同危机。张

灏曾指出，１８９５年 至１９２５年 是 中 国 思 想 文 化 的 转

型时代，身处转型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空前

的文化取向危机，不仅传统的基本社会价值取向受

到严重侵蚀，同 时 在 文 化 认 同 上 亦 出 现 危 机①。确

如其所说，自１９世纪初叶与西方接触以来，中国人

发现已置身于一个与华夏中国全然不同的新世界。

面对一个以西方霸权为主导的新世界，中国人存在

严重的文化失重感，其文化自信与自尊亦大受打击，

因为中国学人曾一度自认为是天下之中心，现在却

沦落为文化边缘与落后之国度。由此，拒斥域外之

中国文明外源说，坚守文化之民族本位主义，即成为

部分学人的选择，他们希望藉此找回应有的文化自

信与自尊。陈嘉异即言，其所以撰著《东方文化与吾

人之大任》，系驳斥“东方文明决无足与西方文明对

等并称之理”的谬论，他在文中强调：“吾国文化实为

独立的创造的文化，而与欧西文化其起源为传承的

因袭的者实大有别”，此“已足成为对峙之二元而有

余”②。何炳松 则 将 域 外 所 出 现 的 诸 种 中 华 民 族 外

来说归结于西方人的自大，“西洋人自大轻人之心事

并亦流露于学术研究之中，殊出吾辈崇拜西学者之

意外，而 各 种 新 神 话 之 兴 起，此 或 即 其 主 要 之 原

因”③。与此同时，中国学人深切认识到必须更新对

新世界的认知地图，方能在这个新世界里找寻到文

化自我定位。丁文江１９３１年发表《中华民族是如何

获得其文明》一文，在强调中华文明之“渐进而持续

发展”的同时，用相当之篇幅梳理中华文明“在很大

程度上受益于外来的影响”，并据此申言唯有“最终

在政治上和文化上融入国际大家庭”方能找寻到“民

族救赎”，“适应这种工业文明是我们民族生存的唯

一途径”④。无 论 是 源 自 情 绪 扭 曲 还 是 发 自 文 化 自

我定位的认知需要，实质上都是文化认同需求在转

型时代的普遍散布。正是这种文化认同需求，使得

民国知识界面对中国文明外源说时，呈现的是多种

声部的大合唱，或认同或怀疑或驳斥。

九一八事变之后，文化认同的需求变得更为迫

切。王汎森即言：“面临外国的入侵，被侵略者开始

寻找他们的民族精神。在一个反传统和西化盛极一

时的时代，从民族危机中生发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是谁，我们的民族是什么？”⑤值得注意的是，此

时文化认同需求不再是多声部的大合唱，而是转换

为只有一种声部的大合唱，强化民族认同以激发民

族精神成为唯一之旨趣所在。保守派学者对西化及

新文化运动后所兴盛的反传统大加批判，认为这不

仅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失序，从长远看更招致日本的

入侵⑥。１９３５年１月，王新命、何炳松、武 堉 干 等 十

位教授更是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公开倡导文化本位主义⑦。马克思主义史家同样持

文化本位主义，主张中国文化本土说，并藉此增进民

族认同，激 励 民 族 精 神。尹 达 在１９４０年 所 发 表 的

《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一文中，致力于论证“中

华民族和其文化是在中国这块广大的土地繁荣滋长

起来的，并不是由他处移植过来的东西”，同时他还

在文中特别强调这一问题是“当务之急”，因为“欧美

以及日本的学者在过去和现在都竭力搜集证据，去

证明中华民 族 和 其 文 化 不 出 于 中 国 广 大 的 领 土 之

内……国内一部分醉心欧化的学者也曾盲目的附和

了这种论调。在抗战的过程里，部分的准备投降妥

协的顽固分子，很可能利用这样的论调一笔抹杀那

悠久的中华民族的史迹”。因此，“为了增强民族自

信心，为了使中华民族的子孙了解过去这光辉灿烂

的史迹，为了反对‘认贼作父’的民族败类之无耻行

动，重新提出这样的问题加以说明，我以为是必要的

工作”⑧。作为新史学之代表的顾颉刚，亦表现出明

显的转向。顾颉刚早年曾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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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古史”说，对中国古史传说大加质疑。九一八

事变后，他则主要致力于边疆史和民族史研究，并于

１９３９年发表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他如是写

道：“‘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①源

于紧迫之民族危机，增进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成为

时代的呼唤与现实之需要，中国文化本土说遂成为

不容置喙之说。

众所周知，民国时期正是中国处于饱受欺凌和

战乱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学术已不仅是一种知

识的技艺，还寄托着民族精神。孟宪承即这样说道：

“一个民族的精神寄托在什么上面？一个民族的生

存又是靠什么？当然，一个民族的精神寄托在它的

文化上，一个民族的生存要靠它的学术来孕育，就是

说，一个民族 的 生 存 是 要 建 筑 在 它 的 学 术 上 面。”②

郑师许亦曾这样感慨道：“政治不及别人家，军事不

及别人家，经济不如别人家，固然可耻到万分，然而

一切的学术都比不上人家，都在水平线以下，连自己

的先民所创造或记述下来的学术遗产，都研究得不

及人家，这真 是 顾 亭 林 所 谓‘亡 天 下’之 痛 了。”③在

一个因民族危机而将民族精神寄寓于学术，并希望

藉此捍卫民族自尊的时代环境里，中华文明与域外

文明之关系相较于其他学术问题有着更为浓厚的民

族主义情绪，因为其直接关乎民族精神与文化认同

之涵育。正因为如此，对于民国知识界在回应域外

之中国文明外源说时所呈现出的浓烈之文化民族主

义倾向，今天的我们深可理解，这可谓是特殊时代环

境使然。正如顾颉刚所言：“学术的方面，也因时势

的 需 求 而 促 成 思 想 的 转 变，于 时 代 的 背 景 关 系

最切。”④

时下，出于增进国人文化自信之旨趣，力证中华

文化之于域外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的影响正成为潮

流，甚至有 人 倡 言 西 方 文 化 之 源 头 在 东 方 和 中 国。

对此，我们则不能不加以必要的警惕与警醒。劳费

尔曾言：“地球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被排斥或被孤

立的，也没有一种文化完全由自身内部因素推动而

纯粹内部发展。文化的成长和传播是历史因素造成

的，必须结合人类的普遍历史来理解。任何历史问

题都不可能仅通过将关注点限定于一个特定的文化

领域 而 排 除 所 有 其 他 文 化 领 域 以 获 得 理 解 和 解

决。”⑤劳费尔一 百 多 年 前 的 所 言，对 于 今 天 的 我 们

仍不乏启迪意义。以今日之考古证据，当然有理由

坚信中华文明之主体源出于本土，但认为中国文化

完全系“自本自根”，由中国人自己所独创，则如说中

国文化完全 来 自 西 方 一 样，都 是“毫 无 根 据 的 话”。

事实上，言中华文明受其他文明之影响，并不有损于

文化自信，相反更有利于强化和增进我们对自身文

化的认同与自信。诚如李济所言，我们既应竭力揭

破西来说中 所 包 含 的 无 根 据 臆 测，亦 应 反 对“本 土

论”者当中的某些狭隘地域观念，认识到中国文化能

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点并加以消化融合乃是中国文化

的一大长处⑥。

陈寅恪曾就外来所输入思想与中国本土思想之

关系这样言道：“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

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

本来民族之地位”，并强调此乃“二千年吾民族与他

民族思想 接 触 史 之 所 昭 示 者 也”⑦。今 天 的 中 国 正

在向世界舞台中心迈进，在对待中华文明与域外文

明之关系上，笔者以为实应采陈寅恪所言，在固守中

华文明之本体的同时，以科学的、开放的、包容的态

度对待域外之文明。如此，方能真正有益于中华文

明自身之发 展，并 推 动 人 类 文 明 间 的 互 动 与 互 鉴。

反之，如果抱持狭隘的地域论、单向度地强调中华文

化之于世界的影响与贡献，则将强化国人狭隘的文

化自信，所唤起的是极端的文化民族主义，由此将阻

碍文明之间应有的取鉴。

（本文作者：吴原元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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